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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传承对村落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 

——以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为例 

祝文敏 梁玥 常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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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乡村民俗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村庄发展有重要作用。以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为调研点，

以当地一项民俗活动——“舞𤞑”为研究对象，以村民对活动的参与度、认同度为切入口，从村民交往圈层、村民

相互信任度、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参与度、在外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反哺情况四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民俗文化传承对

村落社会资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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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现状看，民俗文化传承对乡村地区社会资本的创造与维系有着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

须传承发展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习近平指出，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

设。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民俗文化传承对村落社会资本的影响为主题，以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的一项民俗活动一一舞𤞑为研

究对象，从村民交往圈层、村民相互信任度、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参与度、在外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反哺情况四个维度出发，

集中考察民俗文化传承对村落社会资本的影响。 

1 民俗文化与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落脚点，在其中开展的民俗活动是传统民俗文化的缩影，而任何形式的民俗活动都有一定

的功能与价值，否则就是没有生命力的。 

首先，民俗文化在文化发展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人们地方性文化认同感的加强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龙生

祥在对热贡“六月会”的研究中发现了“六月会”对提高社会稳定和秩序化，增强族群认同感的作用。其次，民俗文化可以作

为文化竞争力的一部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传承于乡土日常之中的民俗文化，例如婚丧嫁娶、礼神敬祖等仪

式活动，具有稳定性、反复性特征，有利于乡土社会内部家庭、家族的和谐，街邻之间的和谐，干群关系的和谐，乃至村际关

系的和谐。张巨斌在对西北花儿会的研究中，指出了花儿会交际教化的功能，并对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产生关键影响。在对关

中庙会民俗的考察分析中，杨学军指出了其连结社交网络，紧密人与人、村与村之间联系的作用。另外，民俗仪式活动的会头、

组织者，以该类活动为资源，以强化乡土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为手段，充当了乡村权力机构与广泛民意之间的“经纪”，对乡村

政治权力机构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强化了乡土社会中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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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社会资本，本文从宏观层面进行探讨。宏观上，社会网络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

会的社会资本。但社会资本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对其具体内涵持不同观点。帕特南和福山将公民参与、社团

组织、信任等因素列为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洛克纳等人指出了集体效能、社会归属感、邻里互动、社会凝聚力等一系列与社

会资本重叠的概念；奥尼克丝等人认为，社区参与、社会能动性、信任和安全、亲友间的联系都包括在社会资本内；而纳拉杨

等研究者又补充了日常社交、社会支持、志愿主义等要素。在国内学者的实践中，张文宏提到，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通常

分为几个基本的结构面向，分别是信任、公共参与和社会连接、社会网络结构、社会规范等。桂勇、黄荣贵构建了 7 个社会资

本测量维度，他们包括参与地方性组织、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凝聚力、归属感，并指定了 29项测量指标。 

综上所述，新时代背景下，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体现在文化、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在促进文化发展、创造经济效益、

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联系社会资本的内涵可以发现，如果这些作用被合理提炼，均可纳入社会资本的体系范

围内，从而看到探讨两者关系的前景。 

区域社会资本显现的是该区域所享有的整体性发展资料，联系区域特有的民俗文化，便能反映出当地独特的发展潜力。所

以，将民俗文化和区域社会资本联系在一起，不失为一个充满实际意义又独特的视角。参考相关文献后，笔者结合对伏岭村的

考察，将该地民俗文化功能体系化，将舞𤞑对该村社会资本的影响划分为四个层面，并逐一进行分析。 

2 舞𤞑的概念及其开展形式 

舞𤞑起源于镇邪除恶，南北宋交替之际，邵氏先人定居伏岭，然人定不旺，村人便请来地理师赖文俊，赖文俊造出一个“𤞑”

字，并画出其图形，以驱石狮火虎，从此邵氏将正月十五定为舞𤞑日。明朝中叶，伏岭人丁兴旺，但村中常发生火灾，村人认

为石狮火虎仍在作恶，便用布将“𤞑”实体化，由两个年轻人套入“𤞑”身，跳跃猛扑向石狮火虎示威，并将该活动定为“舞

𤞑”，每年元宵举行。清朝乾隆年间，徽剧盛行，伏岭人舞𤞑后，余兴未尽，就表演徽剧，这样便形成了舞𤞑、火把游行、演

戏三者合一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三项内容发生了改变，一是舞𤞑跳狮改在正月初三，并跳到各家各户驱邪求福，收取狮

金；二是火把游行演变为游灯；三是徽剧演员规定由十五岁以下的男童担任。 

作为一项全村人都参与的大型活动，舞𤞑的开展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规制。一是组织者由当年的三十岁男子（现在也加入女

子）担任，以接力的方式把全村所有人都纳入舞𤞑活动中；二是活动资金有两套筹集方法，其一是正月初三跳狮人员到各家跳

狮，每家自愿出钱，称为狮金，其二是其他生活上的开支都由三十岁值年承担。三是徽剧演员均为十五岁以下孩童，同样以接

力的方式保证演员力量不断更新。 

3 舞𤞑回对伏岭村社会资本的影响分析 

3.1村民交往圈层 

从村民交往圈层看，舞𤞑有一套专门的管理方法，能够让每个村民参与其中，起到了连结社交网络，紧密人与人之间联系

的作用。 

舞𤞑的筹备周期很长，参与人员涵盖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村民。三十岁值年是舞𤞑的关键人物，承担了舞𤞑所有的组织工作。

以往，三十岁值年从二十九岁的正月十七便开始接管所有工作：十月半，邀请相关人员聚餐，商讨次年事宜；腊月边，搭建戏

台，开始排演；正月初三，做好一切演出前的工作。四天演出完毕后，次日公布当年收支清单，工作便结束了，由下一年的值

年接任。三十岁值年看似是自己在出钱出力，实则倚靠的是他背后的整个家庭。演戏的人都是伏岭七到十五岁的儿童，阴历十

月半到正月半的三个月为学习时间。筹备过程中，还需要有资历的导演、乐队、检场以及化妆人员，他们都是舞𤞑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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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筹备过程中，每个参与人员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三十岁值年负责统筹活动的进程，与每个活动参与者沟通交流，

在同一舞台上，导演、乐队、检场、化妆、演员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也不可缺少。在办好活动的共同目标下，通过日复一日的沟

通与磨合，村民经历了从未曾谋面到略有了解，从点头之交到有更深层次交往的过程。 

由于三十岁值年是舞𤞑活动的主要力量，对活动的参与程度也比其他人更深，不仅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多，而且需要广

泛地与他人沟通，所以，笔者以调查中收集的问卷数据为基础，做了分析。 

在 70名参与过三十岁值年的人当中，有 23人表示自己认识村中比较多的人，有 30人表示村中的人自己都认识，两者合计

53 人，在参与过值年的人中占比为 75.7%，在 77 名没有参加过三十岁值年的人当中，有 48 人表示自己只认识很少一部分人，

加上表示基本上都不认识的 2 人，合计 50 人，在没有参与过值年的人中占比为 64.9%，参与过三十岁值年的人普遍认识村中比

较多的人，而没有参与过三十岁值年的人对村中人的熟识程度是比较低的，参与过三十岁值年的村民，其社会交往圈层会得到

扩大，从整个村落范围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不断有新的三十岁村民卷入更大的个人社会交往圈层中，从而让村民间交

往关系不断连结与重复，使村民间的关系得到加深与巩固。 

舞𤞑正式开始时的村民参与度也很高。先是游灯时，游灯队伍会按照规定路线，绕村中主要街道游行一圈，每家门口都要

经过，此时，村民都会在路边观看，队伍经过时，老老小小都会加入其中。接着是演戏，游灯结束后，人流被带领到戏台下，

徽剧表演开始，此时热爱徽剧的老人和赶热闹的小孩都簇拥在戏台下，热闹非凡。 

以上这种活动模式保证了村中的每个人都能切实参与到活动中，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够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发挥自

己的作用。舞𤞑在伏岭年年举办，具有稳定性和反复性的特征，这也为参与其中的村民提供了一个可以稳定、反复交往的场所

和得以持续沟通的主题，在多年累积下，村民间的交往圈层不断积累和扩大，村民自幼便参与到村庄公共文化活动中，与其他

村民沟通互动，将各个村民看作一个个连结点，整个村庄的村民交往圈层便显得更加密集与牢固。 

3.2村民相互信任度 

帕特南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要素，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而一个村落社区的信任亦是

建立在某种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并形成于持久、重复的村民互动之中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和在此基础上的互动，信

任就无法建立。 

通过分析发现，伏岭舞𤞑使村落的社会关系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加强，村民间的沟通与交流不断加深，村民间的信

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为了展示村民间的互相信任程度，笔者做了表格。 

在 147名调查对象中，有 24人认为村里的人可以信任，93人认为村里的人可以信任，但有部分需要小心，两者相加合计为

117人，在总调查人数中占比 79.6%，说明伏岭人对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而舞𤞑对这种普遍信任的影响正是需要分

析的。 

如果说舞𤞑的组织形式为村民的交往提供了基础，那这种周期性的合作交往便是村民间信任提升的动力与源泉。 

作为一项群众性活动，舞𤞑在开展的过程中就逐步培养了村民间的信任。例如活动资金的收取与保管，三十岁值年能成功

去各户收集“狮金”，就需要村民对活动组织人的充分信任，三十岁值年分摊的经费能交由领头人支配也体现了这一点，而这

份信任是产生于历年的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舞𤞑活动历时近两百年，未曾在经费和人员分工上出现过较大的

差错，各方参与者可能彼此陌生，但仍各司其职，戏文的教授由老艺人与学校负责，后勤工作由三十岁及其家属安排，仅仅有

条，村民间的信任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增长。通过频繁的交往互动，村民交往圈层不断重复与扩大，村民间信任度就得到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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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 

而对于三十岁值年，舞𤞑对他们信任的提升更为显著。三十岁之后，同年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三十岁值年做完后，同

年便在各自今后的生命历程里扮演着异性兄弟的角色。逢上三十五岁、四十岁这样的年份，便会挑个日子，带上妻儿聚会吃饭。

站在异姓兄弟的角度上，同年家中的红白喜事也成了自己的大事，每到这样的日子，同年都会相互帮忙。不得不说，舞𤞑活动

中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对村民中的同年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规范下，同年之间的交往模式发生了改变，三十岁之前，

他们可能只是彼此的同级同学，但三十岁之后，随着同年间彼此交往的不断加深，同年之间的信任也得以建立和加强，不仅是

同年之间，这种交往和信任甚至扩大到同年背后的整个家庭。值得提出的是，三十岁值年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时间，每个人

都在三十岁要做值年的文化背景下成长，也就是说，伏岭村的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做三十而和别的三十岁同年建立起一种彼此信

任、互助的关系，起先可能是被动的，是被舞𤞑活动中的某一不成文规范所规定的，但随着后来彼此间情感联系的加深，信任

便悄然而来。 

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这样的社会资本能够使得遵守规范的人解决他们在公共

性事务中遇到的问题，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他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

是必不可少的。 

3.3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参与度 

147名调查对象对义务帮忙舞𤞑活动的乐意程度，在 147名调查对象中，有 140名调查对象对义务帮忙是乐意的，占比 95.3%，

其中有 68 名调查对象持比较乐意的态度，占比 46.3%，72 名调查对象持非常乐意的态度，占比 49.0%，由此可见，伏岭村村民

对舞𤞑活动的认同程度是非常高的。 

在前文的分析中，笔者得出舞𤞑活动作为一个让村民保持稳定、反复的交往互动的场所，扩大加强了村民间的交往网络，

并让身处其中的村民间的信任得到加深。一方面，村民间的交往网络和信任成为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的基础；

另一方面，村民由于参与舞𤞑活动，在舞𤞑文化的熏陶下所产生的对村落文化的认同感，则是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原

因。 

结合伏岭村的历史与现状，笔者将该村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分为两个层面，即文化性事务层面和社会性事务层面。 

伏岭村村民对村庄公共文化事务的参与是普遍和深入的。舞𤞑本身作为伏岭村一项村民参与度最广的文化活动，延续了百

余年，村民的集体参与在这种持久的传承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资金上，每年各家都会准备“狮金”为活动的开展奉献自己的

力量，三十岁值年承担活动的大部分费用，2018年春节全村 28名值年出资共计 4万余元。以外，伏岭村民对舞𤞑文化事业的其

他贡献也比比皆是。民国年间，伏岭旅外发展徽菜馆业者，每年回家都带回新剧本、新唱腔、新的戏服和盔头，为舞剥注入新

的血液。村民自发组织“鸡鸣寻声社”，让村中的文艺爱好者聚集在一起，讨论表演艺术，丰富村庄文化事业。在村民的自发

行动下，伏岭戏台经历了三次改建，最后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人成立建台委员会，共捐资 9882元。如今的伏岭小学徽

剧班，由老艺人担任指导老师，每周教授徽剧，聘金微薄。伏岭小学的徽剧小演员们，也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学习徽剧，让徽

剧得到传承。可见，伏岭村民为村庄的公共文化事务做出的贡献不可小觑。 

在社会性事务的参与上，伏岭村有优良的历史传统。早在清朝嘉庆年间，由于村中水源缺乏，村民便在村中开凿水井，平

均十几户人家就有一眼水井，村民自己动手解决了饮用水之难。村民们还合力开渠将小溪水引入村中，供日常生活洗涤之用。

同时，村中石板路的修建也聚集了村民的力量，道路平坦便于行走，形成了有名的村境村容。此外，村民还成立了自组织“桥

会”，若有木桥在大雨过后被冲倒，便负责搭桥，方便交通。此类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部分村级

公共事务逐渐为政府部门接管，虽然村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依旧，但可以发挥的空间受到了限制，村民对于村庄社会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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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参与程度有所下降。虽然如此，在 2004 年到 2007 年这四年中的三十岁值年，认为三十岁是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应该为

村民办点实事，经过协商，承担了村内全年的路灯费用。同时，值年们还保持着为徽剧童子班提供物质支持的传统。并且，笔

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值年们普遍表示，一旦有任何需要，他们定会为村庄奉献自己的力量。 

3.4在外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反哺情况 

在伏岭，很多不在村里成长的人，三十岁仍要回村参加值年仪式，甚至还有在伏岭定居的他姓者，与当地的三十岁一同值

年。可见人们不光积极参与舞弱，更是把它当作了表达对村庄认同与热爱的载体。在舞𤞑文化下出生与成长的村民，“做三十”

已是他们深入骨髓的基因，舞𤞑是他们别样的乡愁，在此文化背景下，村中的旅外人士对村庄各方面进行了反哺。 

民国年间，幼时受过舞𤞑熏陶的出门客，经常出入戏院，带回新的剧本和表演技巧，积累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便为舞𤞑

添置新的戏衣与道具。例如，村民邵家湖专门去长春上海学戏，并带回一台留声机，导演的节目也让村民耳目一新。抗日战争

时期，戏台需要改建，在上海工作的村民依照上海天瞻舞台样式设计样板，为戏台改建提供宝贵参考。上世纪 40年代，在上海

经营菜馆业的邵友萍，看到伏岭小学教师墙壁开裂，就向学校提出暑假期间修缮教室的建议，并承担了所有费用。还有旅沪医

师邵亦群，他说：“我爱舞𤞑，我爱故乡，它留给我了一个美好童年的回忆。”他给小学赠送书籍共 520 多册。在七八十年代

的戏台改建中，在黄山担任建筑工程师的邵之江也承担了设计部分的工作。这些旅外人士对家乡的热情，都与舞𤞑文化密不可

分。 

历年来，在外打工的三十岁值年持续为舞𤞑事业提供资金与物资支持。2018年春节，伏岭村共有 28名三十岁值年，其中有

一人与父母同住伏岭，一人患有精神障碍，其余 26 人均在外打工，当年正月初四，参与做三十岁的人数为 28 人，其中三人为

父母代做。每个三十岁值年都没有落下舞𤞑这项重大的活动，即使自己有特殊情况，也会让家人代做，这体现了伏岭村民对做

三十的高度重视。同时，2018年伏岭村 28名三十岁值年共筹资四万余元作为舞𤞑资金，活动结余都作为徽剧童子班的活动资金。

2004到 2007年这四年中的三十岁值年，尽管都在外打工，但约定农历二十八全部到家，商讨舞𤞑事宜，舞𤞑当天台下观众近千

人。并且，他们经过商讨，筹资约 3000元，承担了村内全年的路灯费用。除三十岁值年外，还有其他旅外人士为村庄提供不定

期支持。旅京人士邵宗有，每每收到兄长拍摄的舞𤞑视频都不禁热泪盈眶，为感恩家乡滋养之情，他在伏岭村设立远方助老金，

并成立理事会，每年为贫困老人发放补助金，并在重阳节向老人赠送生活用品。同时，他每年为伏岭小学困难学生提供十万元

助学金，已连续资助 4年。 

在伏岭人看来，他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回报家乡，而回报家乡的源泉就是他们对于自己伏岭人身份的认同感，邵氏家

族世代在伏岭生存，伏岭的风俗和山水养育了他们，而舞𤞑作为伏岭独有的活动，起到了区别伏岭和他村的作用，也是伏岭乡

愁所在，倘若伏岭某年不再游灯、不再跳狮、不再唱戏，乡愁就没了寄托，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化认同便会渐渐失落，人心便散

了。 

4 结语 

总的来说，舞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伏岭村社会资本产生了影响。 

首先，舞𤞑在伏岭创造了一个以稳定性和重复性为特征的场域，为村民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本条件。站在各自的角色地

位上，许多年龄各异的男女联系起来，使整个村庄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创造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本，以便在需要时对其进

行调动。 

其次，村民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出生与成长，在不断密集的社会参与网络中，通过彼此间的互动与交往形成普遍的互惠与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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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舞𤞑背后蕴含的文化，作为一种内化于人的力量，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强化了伏岭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村民对于村落公共事物的高度参与是其对村落文化高度认同的表现，在这种文化下出生与成长的村民，对村落的归属感会逐渐

加深。现今，伏岭村民一到三十岁，无论男女，都要回乡值年，让大家认同自己是伏岭的一分子。几百年来，“做三十”已经

深入伏岭人的骨髓，成为获得认同感的一种仪式。不光是做三十岁，每年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民俗活动:游灯、舞𤞑、唱戏，都在

伏岭人心中结成了文化认同最基础的部分。舞𤞑文化年复一年地作用于伏岭人，实际上给村民的伏岭人身份起到了一种强化作

用，充当了伏岭人个体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黏合剂。 

表面上，舞𤞑作为一项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其特有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方式，为村民提供了扩大与加强交往圈层的条件，

并使村民在后续的交往与互动中提升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反过来又可以加强村民间的交往，这是对舞𤞑加强伏岭村村落社会资

本的表层解释。在此基础上，舞𤞑作为伏岭村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延续至今，是该村村民对村落文化认同与自身身份认同的外

显与表达，对村落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使村庄内部维持着较强的联系，使村民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有着较高的积极性，同时促

进在外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反哺，这是对舞𤞑加强伏岭村村落社会资本的深层解读。而村民间的信任、交往圈层和公共参与也

是相互加强的，村民彼此间稠密的交往圈层增加了关系的重复和联系，从而增加信任水平，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合作能够促

进信任，信任反过来又可以强化交往网络与促进公共参与中的良性合作。由此可见，民俗文化的传承在乡村现代发展中扮演着

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从精神层面出发，为村落提供创造与维系社会资本的物质力量与文化力量，并且是广泛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1］龙生祥.热贡“六月会”祭神仪式的民俗功能解读［J］.青海社会科学，2012(03):181-184. 

［2］张士闪.温情的钝剑：民俗文化在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J］.中国农村观察，2009(02):76-85. 

［3］张巨斌，许吉芬.简论西北“花儿”的社会功能［J］.社会学研究，2006(03):31-33. 

［4］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一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张文宏.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7(03):148-149. 

［6］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03):122-245. 

［7］蔡志荣.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J］.西北民族研究，2012(01)：208-211. 

［8］邵茂深.伏巅舞𤞑［M］.合肥：黄山书社，2016. 


